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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这篇评论讨论周雪光的《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和强世功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两

位教授均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秩序的实际运作方式，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周教授把事情的实况———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作方式———多少作为已知的事实，从而试图提供一种解释。而强教授执笔的原因正好

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实际如何运作，在宪法学界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周教授重点研究了面对来自

高层政权的命令时下层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的共谋这个专门的问题。他关注的焦点让我们更加注意可能

鲜为人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这一方面。但是他讨论的许多问题也似乎不是共谋问题本身，而是一般的委

托—代理的冲突。在分析中国的宪法秩序时，强教授的文章呼吁少一些形式主义，更多一些现实主义。在完

全承认文章提倡的方法论的优点的同时，评论认为，强教授自己的方法仍带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因素。

Abstract：This comment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by

Zhou Xueguang and“Written and Unwritten Constitutions：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

ment in China”by Jiang Shigong. Both Zhou and Jiang are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the way China’s political

order actually functions，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Prof. Zhou takes how things are—in this case，the way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work—more or less as a given，so to speak，and seek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Prof. Jiang，on

the other hand，writes precisely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how China’s political order actually operates has re－

ceived far too little attention in co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Zhou focuses on the narrow issue of collusion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lower-level government when faced with demands from a higher-level authority. His focus is

useful in drawing attention to this perhaps ill -understood feature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many of the problems he discusses seem to be less those of collusion as such and more those of ordinary princi－

pal-agent conflicts. Jiang’s paper calls for less formalism and more realism when analyzing China’s constitutional

order. While fully acknowledging the merits of Jiang’s proposed methodology，the comment finds that Jiang’s

own approach retains some formalist elements.

研究中国政治秩序的新方法

[文 / Donald C. Clarke ]

周雪光和强世功均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政治

秩序的实际运作方式，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周教

授把事情的实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作方

式———多少作为已知的事实，从而试图提供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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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而强教授执笔的原因正好是因为他认为中

国政治秩序实际如何运作，在宪法学界得到的关

注实在太少。

一、周雪光对基层政府

之间的“共谋“的研究

他将会坐在这里说：“做这个！做那个！”但却

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一点也不像军

队。①

杜鲁门总统对艾森豪威尔如何经历总统生涯

的预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多年来中国

中央政府发出的众多的指令。汉语中充满了描述

落实中央政策问题的妙语，从“天高皇帝远”到现

在更流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分析中央与基

层关系的大量著作涌现，而对这些著述而言，周教

授的论文是最新的了。

周的文章以委托—代理为模型来讨论中央基

层关系。在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中，代理人不可

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委托人的愿望。代理人有自己

的利益，这些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并不一致，而委

托人只能（通过付出一定代价来）限制、但从来都

无法完全消除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周教授的文章

考察了代理成本在中国的一个表现：基层政府和

基层官员企图向上级政府隐瞒信息而导致的共谋

行为。

周教授不是对所有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都

感兴趣；他特别强调共谋，并将它定义为：“基层政

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通过相互配合来采取各种

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检查监督

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导致最终的效果不符合政策

的最初动机。”②

换句话说，他是在分析和解释基层政府对策

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在面对上级的指令时

两级或多级基层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例如，如果

一个市政府独自地糊弄中央而没有得到来自省政

府或下级区政府的帮助，这就没有发生周教授所

说的共谋行为，而这种现象也超越了周文的论述

范围。

周文对中国中央与基层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出

色的贡献，特别是由于其分析了对中央政策落实

中的不同类型的灵活性，作者把它们描述为“有意

设计”（好的）、“无意设计”（可以理解并且是合理

的）以及“私利目的”（坏的）导致的灵活性。作者还

指出了三个有趣的悖论———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

活性之间的悖论、激励强度和目标替代的悖论、科

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来

充实他的共谋论点。

我认为他的激励强度和目标替代的论点特别

具有启发性。他关注激励机制的具体特点，即连带

责任，这促进了不同级别的政府相互合作，以向其

上级机构隐瞒信息。

另外，周文对政策为什么得不到百分之百落

实的问题的阐述同样发人深省，但这个与他作了

严谨定义的“共谋”的具体联系不是很清晰。出于

篇幅的限制，下文将集中评论周文阐述的政策制

定的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

根据周教授的观点，中央决策的一统性必然

意味着地方执行中的灵活性。他提出了两个关键

性的观点：

1. 顾名思义，指导全局的政策必须产生于一

个集中的过程，其政策内容只能“一刀切”，而不能

考虑所有地区的不同差异。

2. 国家政策越是“一刀切”或政策决策过程与

执行过程的分离越大，它与地方实际条件的差异

就越大，所以其执行过程被允许的灵活性就越

大。

第一个观点，即所谓的顾名思义，只能告诉我

们一些有关字面上的事情，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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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不过，这一点我不想详

谈，而是要对第一个观点予以这样一个有一定说

服力的解读：中国中央政府事实上是无视各个地

区差异而制定大量的政策。

但是，即使这个限制更严的主张仍有一些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只要是在一个足够高

的抽象层次表达的，任何政策都可以算是一统性

的。举例来说，今天，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这样

一个政策：国家可以过问家庭成员的人数。而且在

中国理应没有人不受其规定约束，这是毫无疑问

的。以这种方式表达政策，可以说是一统性的，不

允许有地区差异。但是，由于它具有如此高的抽象

性，它对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真实的细节不是非常

有用。如果这项政策表达为“这个特定的家庭能生

育多少孩子？”那么，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地区性

差异。

第二，我不认为通过集中过程制定的国家政

策必然无视各地区的差异性，证据恰恰相反。有时

地区的差异性明确地写进了中央的政策。例如，试

图把财富从较富裕地区向较贫穷地区重新分配或

通过税收差距促进某些地区发展的政策均是如

此。哪些地区可以获得好处，必须在中央的政策文

件中明确指定。因此，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地区性

税率差别，在中央政策中有特别规定，而所受益的

地区也说得特别清楚。③

有时候，中央的各项政策明确地预料到来自

下级提出的地方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得到中央

的批准。例如，在 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该法预料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差异性。④

有时候，政策会明确预料到地区的差异而授

权地方当局在不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能对中央

政策做出少许改变。这在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刑法

中的敲诈勒索禁令的“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认

定标准的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得出来：数额越大，判

决时间就越长。最高人民法院对每个认定标准提

供了适用的允许范围，并把权力下放给省级法院

来应用该省的具体标准。⑤

还有时候中央政策所采用的提法很含糊，导

致当政策落实到地方的时候不可避免出现地方性

差异。周教授在他对灵活性的这个类型的分析中

也承认这一点，其中包括故意含糊其辞以待各地

填补上细则的中央政策。这种政策只有从最形式

主义的角度才能说是“一刀切”和不容许有地区差

异的；中央不光是预料到会有地区差异并且是鼓

励地区差异。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某些中央政策的确是一

统性的而不容许有地方差异；这里只是否认它们

一定不允许有差异，并肯定不同领域的政策显示

出不同程度的一统性和对地区性差异的容许。

其实第二个论点好像承认这一点，它预料到

了中央政策不同程度（大概包括低级程度）的一统

性。不过，我对论点的提法感到不满。它似乎断定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种“变通常量”：所有政策的落

实均伴随同等程度的地区灵活性，因为政策制定

越是一统性，就会越被更加灵活的执行所抵消；而

政策制定越不具有一统性，落实中的灵活性就越

小。

但是，为什么事情实际上必须是这样的？我们

知道不同的中央政策是以不同的严格和统一的程

度来执行的。在某些领域，中央可以容忍大量的差

异性，但在其他领域，它坚持一统性并有所收获。

最后，让我们把共谋问题与这一讨论联系起

来。周文包含了第三个关键论点：

3. 国家政策越是“一刀切”，它离基层的实际

情况就越远；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越大并越具有

正当性（legitimacy），基层上下级政府间共谋行为

就越有可能发生。

我的担心是第三个论点很接近一种套套逻

辑。实际上，它与上面的第二个论点基本类似，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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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次对一统性的反应不是灵活性而是共谋。然

而，从逻辑上说，该文似乎把执行过程中的共谋和

灵活性视为协变量，甚至基本上是同义词。周教授

写道：“执行过程的共谋行为与灵活性是不同标签

下的同类行为”，前者用来标签不正当的行为，而

后者则用来标签正当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周教授给“共谋”所下

的具体定义似乎就不再适用了。希望灵活地（无论

是正当还是不正当） 来执行政策的地方政府可能

与较高或较低的层级的政府进行合作，也可能不

进行合作。这就使我回到我原来对狭义的共谋概

念的价值的怀疑。

虽然周文对共谋的定义非常谨慎和狭窄，但

文章的涉及面其实非常广泛。诚然，对每一种悖论

的讨论均涉及了共谋的相关问题：例如，前面所说

的连带责任机制与干部轮换机制 （后者旨在防止

长期任职的官员之间非正式的密切关系所造成的

共谋）。但周文的讨论还包括———我认为非常有用

的———严格来说是对与共谋没有任何关系的委

托—代理问题的研究。例如，官员激励机制的许多

反作用效果（如强调政绩的统计数据而不是实际

效果或讨好上级）不管有无共谋都还会出现。而即

使没有共谋行为，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也

同样会显现。

当然，像这样简短的评论并不能对整篇文章

做出全面的评价，而且我自然要强调值得讨论的

论点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赞同的观点。周教授指出

的一些有趣的和重要的地方政府对策，非常值得

进一步研究。

二、强世功与中国的不成文宪法

强世功的论文阐述了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

问题：什么是中国真正的宪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

样，中国的宪政实践并不是完全遵循成文宪法规

范，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背离。

西方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背离。例如，威廉·

琼斯曾经写道：“宪法与中国的实际治理之间似乎

没有任何关系”，⑥而在他之前，科恩提到了“现代

中国宪法和个人化了的党军独裁的现实之间的差

距”。⑦

学者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一差距。一

种回应是搞清楚宪法（英文 Constitution 中 C 是大

写的话就是所谓的“宪法”）实际上是干什么的。这

一办法是琼斯和科恩在其上述著作所用的。他们

不愿意把它仅仅视为一种骗局而立即摒弃，而是

指出了它的政治意义。

另一种回应是搞清政体 （英文 constitution 中

c 是小写的话是指政治博弈的规则） 实际上是什

么。这种做法曾经不太常用。戴雪⑧别无选择，只

能问这个问题，因为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来分散

他的注意力。但是，研究中国宪法的学者通常重视

有其名的书面文件，而不重视强教授所说的“中国

政制赖以运行的真正宪法性的或政治性的规则”。

因而，强教授着手探索这一问题，是值得赞赏的，

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

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宪法研究提供了

一个新颖和现实的方法。强教授的基本论点是，指

控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是过分拘泥于形式主

义，因为这种指控只考虑到成文宪法，所以不考虑

到在其他地方找到宪政的可能性。

他正确地指出经常被美国宪法的崇拜者所忽

略的一件事情：这种书面文件仅是因为有相应的

不成文宪法才得以运行。⑨事实上，成文宪法，如

同任何正式的制度，如果没有一套非正式的而有

时不被承认的谅解出现在它周围，就很难发挥作

用。⑩例如，正是不成文宪法决定最高法院能够废

止违宪的立法。当然，最高法院本身就这么决定，

其中最著名的案件是 1803 年马布里诉麦迪逊。但

是，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别人会承认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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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权下判决声明它有废止违宪立法的权力。最

高法院有这个权力，因为它的这种权力主张已经

被政府其他部门所认可，现已成为美国根深蒂固

的政治传统。而达成推翻这一传统的共识，其交易

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不过，美国不成文宪法研究与强教授的研究

课题的关联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

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一道发挥作用。但是在中

国，一个貌似有道理的初步假设是：要了解中国政

治秩序的真正规则，就只有不成文宪法才值得去

研究。而在研究这种不成文宪法时，必须对什么样

的材料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保持开放的心态。

因此，我希望学者们接受强教授的挑战，来考

察广泛的资料：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及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如按他建议的那样去

做，将极大地丰富中国的宪法研究。

同时，必须指出，在强教授对中国真正的宪法

的分析中，他或许不够重视自己的建议。他确定了

若干需要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主席的地位和他所

说的“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同一个人担任党、国

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以及“一国两制”的结构。但是，他自己在许多

方面的分析，却存在着一些他在其他地方正确地

抨击过的形式主义的问题。

这 个 问 题 最 突 出 的 地 方 是 当 他 断 言 中 国

1949 年后的“最主要的政体形式”和“根本法”，

“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认可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多党合作制”。在一篇反对形式主义和政治色

彩的论文中，看到这样对中国实际政治体制的描

述，可以说是令人吃惊的。

总而言之，中国基本上是按照比较标准的列

宁路线运行的一党专政。輥輯訛当然，这个简单的说法

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政治秩序的复杂性，而

在那里停止分析将是很不明智的。但如果我们试

图摆脱形式主义，从那里开始，要比从一个说中国

民主党派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概念开始，肯定好

得多。

强文同样提出了一些其他仅能理解为阐述正

式法规或官方声明的关于中国实际政治制度的观

点。例如，强文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基

于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又类似于英国的议会制

度。除了纯粹的形式，很难猜测强教授是指哪些相

似之处。最高苏维埃是通过无竞争的选举产生的

没有实际权力的橡皮图章；这很难用来描述英国

议会。

在其他地方，也是在对理解中国实际（而不是

形式上的）政治秩序更有意义的方面，强文声称，

共产党“在政治上代表”工人和农民阶级。这个论

点在两个层面上存有问题。

第一，问题在于该主张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共

产党代表谁的利益。当然，共产党历来都说它代表

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它是否真的这样做，似乎

还值得在一篇致力于探寻形式背后的真相的文章

中，做出比强教授所做的更深入的探索。

其实，这篇文章中对各政治团体及其成员的

代表性的问题没有做出探究。强教授不加论据地

断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因为他们

的政治理念、历史使命和阶级利益，就受到群众的

拥戴，并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是通过合法

程序民主选举产生的。

众所周知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们

并不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而是间接地由下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尽管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

过程本身划入到非民主行列，但甄选过程显然是

在党极为紧密的控制之下。輥輰訛当然，强教授无需同

意我个人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强文并不承认这些

论点的极具争议的性质，并试图为它们辩护。

第二，别说在现实中，即使在理论上，共产党

代表哪些人的利益的问题，近来已变得更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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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这是因为，党采取了“三个代表”的政策，根据

这项政策，党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党采取了这一口号，它还开始

接纳私营业主进入其阵营。

在讨论强教授关于在党领导下的多党民主制

的关键作用的论点时，“三个代表”的第三个要素

尤其重要。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人民”不仅仅指

工人和农民，而且指所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作为一个形式问题，这肯定将包括所谓的民主党

派、它们的党员和那些民主党派声称被民主党派

代表利益的人。换句话说，“三个代表”的理论，就

像“全民国家”的理论一样，輥輱訛把中国共产党从一

个声称代表了特定社会阶层的政党改变成一个声

称代表全体社会（或至少是全体重要社会阶层）的

政党。輥輲訛

强教授研究方法前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

对待全国人大仅是一枚橡皮图章这一普遍批评的

态度。輥輳訛强教授批评那些使用这个标签的人，但这

并非出于他不认为这是个橡皮图章。相反，他认为

这种说法揭示了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误解，因为这

个标签包含一个隐含的规范，就是要求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不应该是一枚橡皮图章。在强教授看来，

这个规范的主张是基于把不当的西方模式强加给

中国的宪法秩序。

强教授的回答是，在中国实际的宪法结构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作为一个橡皮图章来

运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行使政治问题的实质

决断权”（让我们撇开已经讨论过的强教授所说的

“通过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且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是共产党

员，他们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定。在这个

意义上，“全国人大的意志与党中央的意志本身也

是统一的，二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代表了人民的意

志。”

即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代

表人民的意愿，强教授的观点仍然有效，所以我们

不必接受他的前提（上文所讨论的）就可以评价这

个观点。他的更大且非常宝贵的论点是，如果我们

对全国人大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基于一种“它应该

做什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就不会弄清它的

实际所为。按库恩的说法，执迷于“橡皮图章”这个

比喻只能揭示我们用错了范式（paradigm）。輥輴訛

然而，在这种特定的例子中，更加密切地关注

实际政治，而不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人民意愿这种形式上的声明，可能会

因基于中国现实而导致对全国人大在中国政治秩

序中（即广义的宪法）的角色的不同理解。西方学

者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橡皮图章”的定性过于简

单。輥輵訛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正在成为一个将对党

发出挑战的生气勃勃的议会，而是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已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重要领域，某些领

导人会像其他人可能利用党或国务院一样，把人

大用作权力基地。因此，强教授一方面很正确地断

言，如果我们仅仅是指出人大没有按照它从来就

没有打算去那样运行的方式去运行，我们就无法

很好地理解人大；但另一方面，他对橡皮图章这一

比喻的赞同，似乎也忽视了关于人大在中国政治

制度中的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强教授的论文呼吁在可以广泛地称为中国法

制秩序的研究方面要更现实主义和少一些形式主

义，这是值得赞赏的。它提出了一些值得去探讨的

重要的主题领域，并展示了做这些研究的方法和

资料。我认为，该文并没有完全成功地摆脱它所批

评的形式主义，但是这只是说明这种摆脱是多么

的困难和必要。

（译 / 马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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